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0卷（第 2期） 003272
J. Shanxi Agric. Univ.（Social Science Edition）No. 2 Vol. 20 2021

消费性县城与长期性半城市化

田舒彦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目前许多进城的农民在不同程度上仍依赖于农村资源，而且要去大城市就业以

赚取更高工资，因此不少农民家庭还是长期分居。这种县域半城市化状态，从微观上来看，主要是由 80后、90后消费

升级推动的，是其在追求与能力之间平衡的结果。从宏观上看，是市场化资源配置效率与国家化资源配置公平之间的平

衡。当前，农民进入县城实现的主要是生活城市化，县城的消费性比生产性更加突出。县域半城市化状态也反映出县域

生产力的不足，农民家庭劳动能力和积累能力的不足。不论是农民家庭通过劳动能力质变或者家庭积累来实现完全城市

化，还是县域生产能力提升为农民完全城市化创造更好的条件，都需要较长时间，因此这种县域半城市化具有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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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末全国城镇人口比重已经达到

59. 58%①，在此基础上我国还在继续快速城市

化。这种快速城市化主要是由广大普通非精英农

民的参与推动的，他们通过形成有利于城市化目

标实现的家庭发展秩序来实现它［1］。普通农民因

为没有足够强的收入能力，进城后往往还与农村

保持着经济或制度上的关联，这种状态被概括为

“半城市化”［2］。过去这种关联集中表现在半工半

耕的家计模式上，随着农民家计模式向非农收入

比重不断提高的方向转型［3］，这种关联的显性化

程度在降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关联已经不

重要。生计模式的转型与农民家庭城市化过程并

不同步，发生在城市化之前，为城市化提供物质

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农民家庭城市化的前

提。绝大多数普通中西部地区农民进城买房并在

买房地进行家庭再生产所依靠的资源主要来自其

在大城市务工的收入，这种城镇化模式即“异地

工业化带动本地城镇化”［4］。

这一方面说明农民家庭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

实现城市化，进城定居生活，另一方面也说明绝

大多数农民家庭没能在务工地实现城市化，普遍

存在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分离。有研究聚焦于后一

方面，认为农民未能在务工地实现城市化是体制

问题，体制是最主要的障碍，是因为农民受到了

体制的不公对待，主要表现为农民无法方便地在

务工地大城市获得家庭再生产所必要的公共服

务，无法获得务工地消费上的政策支持，例如住

房公积金、保障房等［5］。阻碍农民实现在务工地

大城市实现城市化真的主要是公共服务不开放或

者不能与原住民同等享受当地消费政策吗？就算

如其所说，改变体制使所有农民在务工地能够与

本地人同样地享受公共服务，那么在现有的经济

社会发展条件下农民最终能获得其所追求的高水

平公共服务吗？如果不能，还是其所追求的城市

化或者说市民化吗？就算能，仅仅有政府提供的

服务和保障就能过上理想的城市生活吗？

实际上城市化发展到现在，阻碍农民进城的

体制性因素已经比较少了，城市对农民总体上是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
stats. gov. cn/tjsj/ndsj/2019/indexch.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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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在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大多数普

通农民虽然不能在务工地实现城市化，但是完全

可以期待通过自身及家庭的努力就近在县城实现

城市化，由此获得生活条件的改善并可以期待未

来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有改善且有希望的生活并

不一定比留在大城市主要依靠政府保障而承受着

巨大社会生活压力要差。本研究将在县城买房定

居，但仍然要外出大城市务工以支撑家庭理想生

活导致家庭成员长期分居，且需要依靠农村资源

（不论作为显性收入来源还是作为隐性保障），只

能在县域实现生活城市化而不能在县域实现生产

城市化的状态，称之为县域半城市化。当前绝大

多数农民已经实现的城市化就是这种类型，而且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目前尚未城市化的农

民还是要首先以这种方式实现城市化。当前能够

进入城市化“‘完成’阶段”的农民家庭尚属少

数，大多数已经进城的农民家庭都还处在“‘过渡’

阶段”，更高水平的城市化依赖于农民家庭的持续

努力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将是一个长期过

程，具有渐进性［6］。现有的制度不仅不是阻碍而

且使农民可以在城市和农村自由进退，可以进行

有退路有保障的“弹性城市化”［7］，制度优势使我

国的城市化道路有较高的抗风险能力和稳定性。

许多对我国当前城市化状态的研究都颇有洞

察力和启发性，但是对如何理解这种城市化状

态，当前的制度与农民的城市化之间是何种关

系，未来要走怎样的城市化道路还有争议。对发

展道路的判断和选择应该建立在对实践的充分认

识上。早在 20世纪 90年代末，就已经出现“县

及县以下城镇在国家没有投资的情况下仍然大量

增加”［8］ 的现象，2010年以来城市化速度进一步

加快，县域城市化现象更加明显，对此需要进一

步研究。本研究将具体分析推动农民家庭城市化

的“发展动力”是什么，尝试突破家计模式的分

析框架，来理解县域半城市化状态。

一、消费升级与农民进城

农民进城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普遍认为是对

家庭发展的追求，家庭发展意味着更好的生活，

但什么是更好的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年

代的人看法是不一样的。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外出务工，想着的还是攒钱

在老家农村盖新房，当时在外务工的主要是 60
后、70后。2000年以后，80后开始外出，2010
年左右是 90后。不同年代的人出生和成长的环境

不一样，不同的环境塑造了不同年代的人之间心

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虽然有差异，但是

大家共处于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年轻一代

总能引领时代的潮流，而更早年代的人也会在时

代的发展中学习，调整自身的心理或者至少是调

整行为方式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60后、 70后多数成长于比较封闭的村庄社

会，村庄社会规则、价值规范比较统一，从事过

大量农业生产，参与过村庄公共生活，对村庄生

活有感情，有“村庄社区记忆”［9］，体验过缺吃

少穿的苦日子，对此有比较深刻的身体记忆。在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化力量的冲击尚不很大，而

且 60后、70后都是在基本成年，心理结构比较稳

定之后才外出，不容易发生改变，仍然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与传统乡村保持着紧密联系和比较高度

的一致性，完整的村庄社会仍然能够为其提供行

为规范和价值归属。因此外出务工积攒下来的钱

都带回老家农村消费，再加上当时外出务工的收

入和农业收入都还不够稳定，多储蓄以防范风险

的意识还比较强，勤俭节约仍然是主导的消费

原则。

80后、90后成长在一个发展变化较快的村庄

社会，人们通过外出务工、广播电视等媒体接触

到越来越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包含着各种各样的

价值观，不再只有一种行为方式和价值规范，而

是可以在众多选项之间选择。物质生活开始慢慢

丰富起来，家庭收入有了一定增长，他们中的绝

大多数不再有物质匮乏的体验。他们可能在尚未

成年或者说心智尚未成熟的时候就外出到发达地

区务工，在比较发达的市场环境影响下，消费观

念较上一代有所改变，“对自己好一点”的享受

型消费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04年
以后，农民的生存型消费 （主要指衣食住等基本

属于必需品的消费） 占比不断下降，发展享受型

消费比重不断上升，农民消费时对消费品品质的

追求在提高，可以说已经出现了农民消费的升

级。尤其是在 2004—2017年间，农民收入持续快

速增长，这使得一方面农民有了更多可支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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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另一方面农民对未来收入持乐观预期，这两

方面因素推动了农民消费水平的持续提升，在这

段时间，农民消费的年均增速明显超过了收入的

增速［10］。80、90后农民不仅自己在进行着消费升

级，而且通过“文化反哺”［11］影响着更早年代的

人，他们是推动农民整体消费升级的最主要力

量。在进城打工的过程中也在经历着一场城市消

费革命的影响，新一代农民工成长起来之时，中

国正在步入消费社会，他们在消费方面与城市人

的距离逐渐缩小，到现在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差

别［12］。一个统一的全国消费市场已经基本形成。

“感觉一年一年收入会高一些，十年二十年

后可能和现在很不一样，不会想那么远，那么想

太累了。不想做个太累的人。我觉得心情舒畅，

随心所欲 （就好），挣钱是用来花的，花对地方

就好，要买就买好的东西，贵的好，买贵了就买

贵了，买得心里舒服，明天的事明天说①”，这是

一位 80后女性说的，这种消费观念和对未来的乐

观预期在 80后、90后当中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

性。而且 80后农民普遍比较早地就进入了城市，

一直在城市务工，习惯了城市生活，不再习惯在

农村老家居住。导致这些年轻人的不习惯，不仅

仅是农村与城市在基础设施上的差异，还有消费

环境、可实现的生活方式的差异。年轻人普遍喜

欢热闹的街市、娱乐的场所，而消费娱乐设施需

要一定规模的市场来滋养，乡村人口外流无法提

供足够体量的市场，只有人口聚集的城市才可

以。正是对消费升级的追求使农民进城的愿望更

加强烈，这种消费升级通常与婚姻、子代教育相

结合，越年轻与婚姻的结合度越高，在很多中西

部普通农村地区进城买房几乎已经成了结婚的必

要前提。更早年代的人们在代际责任和村庄社会

压力的推动之下被卷入年轻人的消费升级之中，

为之提供支持。实际上不仅仅是 80后、90后，60
后、70后也在进行消费升级，也有改善自身及子

代生活条件的追求，并且努力实现，只是这种升

级追求没有 80后、90后那么强，影响力也没有那

么大。

绝大多数中西部普通农业型地区的农民家庭

都没有在务工地大城市买房定居的能力，因此其

中有很多家庭是在房价尚能企及的县城买房，或

者正在以此为目标进行家庭合力和家庭积累。除

了低房价之外县城距离农村比较近，还能够低成

本地保持与农村的联系，获得农村资源的支持。

正是低成本的城市化才使得农民能够腾出更多家

庭资源用于消费升级，所以可以看到许多有大量

农民进城的县城，出现了很多大商场，电影院、

餐馆、品牌服饰店、KTV等，消费娱乐设施一应

俱全，而且这些消费品的价格可能并不比大城市

低。县城因为年轻一代农民的聚集而繁荣起来。

二、县域半城市化中的两个平衡

县域半城市化中的“县域”是指距离农村老

家比较近的县城，“半城市化”不仅仅是指与农

村还保持着经济和制度上的关联，而且从某种程

度上说更重要的是指大多数家庭还需要依赖至少

部分家庭成员外出大城市务工才能支撑高消费的

城市生活，因此家庭成员在大多数时间里分居，

家庭生活不完整。这样的生活虽然不够完满，但

是相对于只能在农村进行家庭再生产的不完整家

庭生活要好多了。这种城市化模式中包含着两个

平衡结构，一个是农民的追求与其能力之间的平

衡，一个是市场化资源配置效率与国家化资源配

置公平之间的平衡。

（（一一）） 追求与能力的平衡追求与能力的平衡

现在许多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的追求

是过上城市化生活，现阶段，吸引年轻农民的城

市化生活已经不是比农村更好的公共服务或者社

会保障，而是丰富多彩的消费生活，是琳琅满目

的消费品和多样化的消费选择。消费可以分为基

础消费和升级消费，基础消费指生活必需品消

费，其中主要包括住房和日常饮食消费；升级消

费指对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例如在教育或能力

提升方面的消费，为了享受而进行的消费，还有

为了攀比和竞争而进行的消费等，这些方面的消

费满足的是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诸如自我发

展、社会性价值等。从某种程度上说，什么是必

需品，什么是非必需品也是社会性规定的，是否

必需不仅仅关乎基本生存而且关乎体面，即消费

水平是否能够达到其所处环境的平均水平，为达

到这种水平所需要的消费品也是必需品，即使没

① 来自笔者 2019年 12月 25日至 2020年 1月 5日在

河南某县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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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它也可以维持生物性生存。农民希望实现的不

只是城市化，而且是体面的城市化，体面意味着

生活过得舒适而有尊严，这与其消费能力高度

相关。

实际上在大城市，除了政府提供的基本社会

保障之外，很多公共服务的获得与否也取决于消

费能力，例如按学区划分学生就学点，是否能买

得起好学校的学区房就决定了其是否能获得更优

质的教育资源。再比如交通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房

价往往也比较高，也只有买得了这些地区的高价

房才能享受更便捷的公共交通。与此同时城市存

在着更激烈的消费攀比，进入城市生活至少不能

比周围人吃得差、穿得差。因此大城市虽然能够

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但是也给人们

带来了巨大的消费压力，消费压力对普通能力者

（不只是农民） 的排斥作用甚至可能超过公共服

务和社会保障的吸引力。普通城市原住民本身也

会感受到巨大消费压力，在大城市的年轻人看来

年收入能够达到几百万才能过上中产生活，才能

比较自由，即使有不少积蓄也要尽量省吃俭用

（参见案例 1）。

案例案例 1①①：XXX， 1991年生，28岁，2014年
嫁入武汉市城中村，其丈夫及其公婆享受武汉居

民社保。婚前她自己有几万元积蓄，结婚时婆婆

给了他们 30万元，办酒席收的人情也都给了他

们，每年给孩子 2万多元压岁钱。虽然有存款，

但是夫妻两人工资都比较低，基本上够自己的开

销，轻易不敢动这些钱。平时与公婆一起生活，

共同生活开支由公婆承担，只是没问公婆要过

钱，实在缺钱才动用积蓄，有很强的存钱意识。

“有存款才有安全感，世上有钱人太多了，

真的很挣扎……资产过千万，在市中心有超过

140 m2的房子，家庭年收入几百万的才算城市中

产。以前会把这个当作奋斗目标，（现在认识到）

阶层固化比较严重，想挤进去很难，（对自己的

定位是） 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虽有底子，但挣

得少会有危机感，现在用的比挣的多，钱早晚会

用完。会调整好自己的心理……没指望孩子赚多

少钱，希望孩子做更高端一点、更有价值的工

作，人生可以更精彩一点，有更多选择，不像我

们这样只能做自己并不那么想做的工作。”

大城市原市民至少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房子，

不用买房，也不用出房租，但是农民想要进入大

城市就要支付比较高的买房成本，或者至少要支

付房租。如果是全家都在大城市生活，房租会更

高，因为需要一个适合家庭居住的、条件比较好

的房子；如果只是单个人，可以将就房租比较

低、条件比较差的房子，或者如果工作地提供集

体宿舍可以住宿舍。例如 2018年左右广东东莞轻

工业发达的村庄月平均房租达到了 10元/m2②，

100m2左右适合家庭居住的房子月租就是 1000元
左右；武汉城中村是 10~15元/m2③，月房租也是

1000元左右，主城区套房房租是 3000元/月以上；

南昌 2013年左右城区房租就是 2000元/月④左右。

如果农民要以完整的家庭形态在大城市生活，那

么其基础消费成本就很高，在收入一定的情况

下，基础消费多了，剩下可用于升级消费的收入

就少了，会感受到更为明显的经济拮据，而且已

经激发起来的对升级消费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也

就难以体会到生活条件的改善。有一个案例是，

1989年出生的一对夫妻 2013年一起在南昌打工，

男方做汽修月工资五六千元，女方在商场做销售

员，月收入两千多元，月房租要两千多元，两个

人的月生活费要三千元左右，这样每个月只能攒

两千元左右，之后有了孩子就更紧张了，只能女

方带着孩子回老家农村生活⑤。

从农民的收入能力上来看，绝大多数农民都

是普通工人，还有一部分是技术工，虽然技术工

的收入比普通工收入要高，但是总体上主要是挣

的体力钱。抽象地来看，劳动收入取决于劳动能

力和劳动伦理。劳动能力主要体现在劳动技能水

平上，在农民群体内部主要表现在普工和技工之

间的差别，农民很难突破技术工人这个层次。劳

动伦理主要指劳动时在勤劳、认真、负责、踏实

等方面的表现，在这些方面表现比较好的人往往

① 来自笔者 2019年 3月 3日至 2019年 3月 13日在

武汉市一城中村的调查。

② 来自笔者 2018年 10月 30日至 2018年 11月 19日
在广东东莞一村庄的调查。

③ 来自笔者 2019年 3月 3日至 2019年 3月 13日在

武汉市一城中村的调查。

④ 来自笔者 2019年 12月 2日至 2019年 12月 21日
在河南信阳一村庄的调查。

⑤ 来自笔者 2019年 12月 2日至 2019年 12月 21日
在河南信阳一村庄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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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同等能力的劳动者中获得更高报酬，但是

在劳动伦理上的良好表现往往也不能突破主要由

劳动能力决定的收入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外出

务工的农民收入大体在 4000~10 000元之间，收

入高低主要取决于工作时间和工作技能水平，勤

劳肯干、工作时间长、技术水平高且在同一地工

作时间长，就能获得更高工资。在外做生意的农

民有所不同，可能有更高的收入能力，但是也承

担着较高的成本和风险。

结合农民的追求和其收入能力来比较，在大

城市定居进行家庭再生产和在老家农村附近的县

城定居进行家庭再生产，可以发现：1. 县城基础

消费成本比大城市要低得多，主要是房价要低很

多，常规农产品消费成本往往也比较低 （主要是

因为离农村近，即离农产品产地比较近，从产地

到市场的中间环节比较少，所以常规、尤其是本

地可以产的农产品价格比较低，另外县城离农村

老家比较近，若家里有老人或者亲戚在村务农，

还可以比较方便地得到他们无偿提供的农产品）；

2. 基础消费降低了，才可以有更多升级消费的空

间，对升级消费的追求才更有可能得到满足，全

国统一的消费品市场已经形成，在县城能获得比

较丰富的消费品，升级消费的需求基本能得到满

足；3. 县城范围内经济分化还不算大，集中体现

在消费水平上的社会竞争压力比较小，要过得体

面比较容易。虽然县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比不上

大城市，但是相对于农村而言可以说好很多。农

民在县城进行家庭再生产总体上能够实现其追求

与能力之间的平衡，能够过得比较舒适，相对于

压力巨大的大城市生活而言，这样比较轻松的生

活可以说是更好的选择。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外出

务工主要是为了获得更高收入以进一步提高自身

及家庭的消费能力，所以工资水平对劳动力流向

的影响力要高于公共服务［13］。

（（二二）） 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农民个体或家庭在其追求与能力达到平衡时

就可以处于一种比较舒服的状态，这种平衡的背

后实质上是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与国家化配置之间

的平衡，正是宏观上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平衡才

使得微观上农民的追求与能力可以平衡。这两种

资源配置方式的平衡核心是开放一部分资源，主

要是一般消费品，让其由市场规律来调度分配，

这会形成由市场能力差异而导致的经济分化和生

活水平的分化；同时限制另一部分资源，主要是

比较特殊的资源，例如土地，让其由国家力量来

配置，以防止由市场规律配置导致弱者无法获得

基本的生活所需，国家控制是为了保护弱者，抑

制过度分化，保持社会流动渠道的畅通，实现社

会公平。

当前阶段，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在县城实现

城市化，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主要

表现在：1. 生产要素高效流动推动市场繁荣，创

造工作机会，同时市场层级分化，不同层级市场

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和工资水平有差异，规模越

大、产业链越齐全的市场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越

多，工资水平越高，对各类劳动者需求越大，农

民可以去大城市获得相对于本地收入更高的工作

机会，由此进行家庭积累；2. 农民主要靠体力劳

动，其劳动价值相对来说不太高，收入增长空间

有限，如前文所述，难以在大城市过上体面生

活；3. 县城虽然不能为大多数农民提供高收入工

作岗位，但是生活成本，尤其是房价比较低，经

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可以支撑在

县城买房并在县城进行家庭再生产。

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的逻辑简化来讲就是生

产能力决定收入能力，决定生产者所能获得的商

品数量和质量。这样的配置方式可以激励人们为

了得到更多更高质量的商品，尤其是个人为了能

够获得更多消费品，享受消费生活而努力生产，

激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奋斗精神，使社会生产

更有活力。同时，市场化配置也使大量的一般消

费品向普通人开放，门槛只是支付能力，大城市

实际上也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只要有足够的城市

生活支付能力，已经有比较强收入能力的农民实

现了在大城市的定居生活。现在阻碍农民进入大

城市的制度障碍已经不太多了，基本上可以自由

流动，农民进入大城市生活的主要困难是经济收

入不足以支撑其在大城市完整的体面的家庭生

活。虽然市场化配置资源可以提高效率，但是因

为各种先天或后天因素导致人们在生产能力上有

分化，这种分化会通过市场化配置方式最终表现

为生活水平的分化，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甚至可能

遭遇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问题。此外还有市场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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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给弱者适当的保障，实现社会公

平，应对市场风险，就不能只有市场化资源配置

方式，还需要国家化资源配置，这主要表现在对

重要资源的国家控制和对收入的再分配上。例如

土地作为一种基本的生产资料，在我国就是公有

制的，在农村的实现方式是集体所有制，集体成

员由其成员身份可以低成本地承包使用，这就可

以为缺乏市场参与能力的农民 （例如老人） 提供

就业和收入来源，也可以为已经进入市场中的农

民提供失业保障。农民与农村的这种关联可以为

其城市化提供一定支持。当前农民非农就业比例

已经非常高，许多农村农业生产禀赋不高且适度

规模经营才能从农业上获得可观收入，在这种情

况下，农村资源对绝大多数农民城市化的支持并

不是通过以农业增加收入来体现的，而是以更加

隐性的提供失业保障和减少城市生活支出的方式

提供支持。其中减少农民家庭再生产支出的作用

只有在靠近农村的小城市进行城市化才能实现，

因为距离近才便于利用农村土地，便于将农产品

输送到城市给在城生活的亲朋好友。

除了这种经济上的联系之外，在县城进行城

市化还能更方便地获得血缘和原有地缘关系提供

的社会性支持，这也有助于减轻家庭生活压力，

例如互助照顾孩子或老人。这些虽然不直接与经

济相关，但这些问题是否能处理好对人们的生活

质量影响很大。绝大多数农民都在离农村老家比

较近的县城生活，可以比较方便地保持原村庄内

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可以在人们的生活中

继续发挥作用，正是村庄的存在使这种与村庄关

联的熟人社会 （或者半熟人社会） 能够继续在县

城这个空间内持续下去。在劳动力大量外流，农

民的生产生活很大程度上已经离开村庄的情况

下，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人们保持联系的重要纽

带，因为还有相互关联的利益存在，与土地相关

的任何行动都推动人们彼此之间发生互动。国家

通过再分配向农村输入资源进行村庄建设对农村

的维持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既改善了尚未能进

城的农民的生活，也为已经进入县城生活的农民

创造了继续获得社会支持的条件。国家化资源配

置为农民提供保障是对农民市场能力不足的补

充，正是有了这种助力才使得绝大多数农民能够

在县城实现追求和能力的平衡。在当前阶段的县

域范围内，农村与城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频

繁进行着人员和资源的相互流动。

三、消费性县城与半城市化的长

期性

当前绝大多数中西部县城缺乏生产能力，呈

现出明显的消费性。这种消费性主要表现在体制

内工作人员 （例如公务员、教师等有编制的人

员） 及其家庭成员和留守人员 （普通进城农民家

庭中的留守女性、老人、孩子） 占县城内常住人

口的很大比例。体制内工作人员不直接从事生

产，其收入来自于国家转移支付，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他们是消费性人口。虽然留守人员中的女

性和低龄老人可能也在县城从事一定的劳动，但

是他们往往从事比较低端的或者工作时间地点灵

活的非正规工作，收入一般不会很高，其家庭开

支中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升级消费开支，来自

外出务工人员转回的收入。生产不是他们的主要

任务。女性之所以留守，主要是因为要照看孩子

和老人，要以照顾家庭为主，就很难兼顾工作时

间地点固定、比较正规的工作，只能做灵活但收

入不太高的非正规工作。甚至如果女性不想也可

以不工作，在县城有无收入、收入高低对她们来

说不那么重要，因此她们的生产性也是不足的。

老人本来就缺乏市场竞争力，有劳动能力的老人

虽然往往会尽力自养，但是受体力和劳动技能限

制通常也只能做比较低端灵活的工作，生产能力

不强，收入也不会高，需要一定程度的赡养，丧

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则要完全依靠赡养，老人也主

要是消费性的人口。孩子更是需要抚养的，几乎

完全是消费性的。在缺乏理想就业机会的情况

下，农民进入县城买房并进行家庭再生产，主要

是实现了在县域范围内的生活城市化，县城很大

程度上成为了一个集中消费的地方。

消费的集中也确实推动了县城经济的发展，

随着农民进城，围绕着人们的消费需求，县城的

房地产及相关行业、服务业开始繁荣起来，也提

供了一部分就业机会。建筑业、装修业主要给中

年人和低龄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服务业主要为

留在县城的中青年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整体上提

高了农民非农就业的程度。但是县城总体上缺乏

工业生产能力，县域经济繁荣是由农民进城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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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升级消费推动的，高度依赖农民外出打工的收

入，这种“去工业化的城镇化”［14］ 发展空间有

限。例如房子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县域人口规模

不算大且人口增长率不高，市场空间较小，在快

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市场饱和，

到这时候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对经济和就业的带动

能力就会弱化甚至停止。已经有一些县城出现了

这种情况，房地产业经过十年左右高歌猛进的发

展后几乎停止，一部分在这一领域就业的农民就

面临失业或者说转换就业的问题。县域餐饮、零

售、休闲娱乐等领域的市场空间也不大，而且因

为农民的周期性流动有明显的日常消费与年节消

费差异。总之在没有县域产业支撑的情况下，以

消费为核心的生活城市化必然要依赖外出大城市

务工或农村资源，这就形成了县域半城市化状

态。从县域人口和经济结构角度上来讲，县域半

城市化表现为只实现了县域内的生活城市化而尚

未实现县域内的生产城市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集中表现在农民的消费升级上，“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集中表现在市场分层上。各

类资源分类聚集的市场分层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

结果，要获得更优质的资源就需要有能力进入更

高的市场层级，对更优质资源的追求就是消费升

级。消费升级的追求推动农民进入大城市务工以

赚取足够的收入来实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以消费为

核心的城市生活，因为只有大城市才有足够多相

对高收入的工作。农民收入空间受到了其劳动能

力的限制，因此很难在高消费的大城市体面地定

居生活，于是选择了基础消费成本更低又有条件

进行升级消费的县城来实现城市化，这种城市化

同时获得了农村资源的显性或隐性支撑。从农民

家庭状态上来讲，县域半城市化是在县城买房进

行家庭再生产，同时依赖大城市和农村资源，为

维持县城消费生活要外出务工，家庭成员在大多

数时间里分居而不能团聚的状态。

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没有革命性变化的情况

下，上述两种意义上的县域半城市化将长期存

在。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来说，需要县域能够提

供更多非农就业岗位且工资水平能够支撑在县城

的消费生活，这就是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条件下，

县域经济如何发展仍是有待探索的问题，要形成

优势产业支撑整个县域的发展并不容易。同时更

多人的完全城市化意味着需要更强大的财政能力

来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及货币化社会保障，这都不

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从农民家庭方面来

说，突破这种状态的关键在于提升劳动能力或者

进行高强度长时间的积累。如果是通过提升劳动

能力，这在已经成为父辈的一代不太可能实现，

而需要寄希望于下一代，使下一代通过教育实现

劳动能力质的提升，获得稳定而高收入的工作，

这种方式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在一

代身上无法实现就要继续寄希望于下一代，不断

推下去直到实现。如果是通过高强度长时间积

累，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整个城市化过程

中，即使部分农民家庭通过家庭努力实现了完全

城市化，也总会有大量市场能力较弱或者劳动力

配置不佳的农民家庭仍然处于半城市化甚至未城

市化状态，半城市化的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将长期

存在。

普遍的半城市化状态是当前有限生产力水平

下市场化资源配置和国家化资源配置共同作用的

结果，它虽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但也是人们的

追求和能力在这个水平上基本实现平衡，生活得

到改善，总体上过得比较舒适的状态。在现阶

段，县城与农村紧密关联，若以县域为单位统筹

城乡发展也许可以使城乡进一步更好地发挥各自

功能并实现更高程度的协调配合，推动农民实现

更高水平的就地城镇化。这与当前的乡村振兴战

略相结合来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乡村振兴

的实质是县域振兴，就是要通过县域发展带动县

域内农民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15］。这既可

以给农民提供更好的城市化条件，又为留在村内

的农民创造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可以实现大量

农民更好地进城与少量农民更好地在村生活并进

行城市化积累相统一，最终推动城市化达到更高

水平。

四、总结与讨论

年轻一代农民的消费升级是推动城市化的主

要力量，这种追求推动农民家庭持续努力奋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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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足够的积累，实现进城买房并过上城市生

活。当前，绝大多数农民实现的是县域半城市化

生活，这种状态是农民追求与其能力之间平衡、

市场化资源配置与国家化资源配置之间平衡的结

果。在县域生产能力不足无法提供足够收入可观

的岗位时，农民进县城只是实现了生活城市化，

并没有实现本地的生产城市化，县城主要是一个

家庭生活、消费的场所。无论是农民家庭积累、

劳动能力质变，还是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升

级、县域生产能力提升，都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

实现的，因此县域半城市化状态具有长期持续

性。到现在，制约农民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的

主要因素还是生产力而非社会体制。只有人口城

市化的速度能够与城市生产力可提供的社会保

障、公共服务、就业机会和适当工资水平相匹

配，才能防止出现超越城市生产能力水平的人口

过度城市化导致低收入群体在城市聚集的贫民窟

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前对消费升级的追求

仍然主要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但是对农民家庭来

说，如果出现家庭成员消费行为向积极消费方面

改变的速度超过家庭收入能力增长速度，即在尚

未实现家庭城市化之前就形成了追求享受型消费

的心理和行为习惯，就会导致家庭积累难以进

行，城市化目标将更难实现。这种情况已经在 80
后、90后年轻农民身上出现，他们有着更多“享

受审美及符号型消费”［16］，赚钱没有花钱快，成

家养孩子之后，更是基本上没有多少结余，技能

水平不高，收入能力不够强，面临着更大城市化

压力。即使已经进入城市，农民家庭还面临着如

何在高度复杂化的环境下教育下一代的问题，在

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必须有父母在身边管教，甚

至为了防止孩子到青春期后管不了的情况出现，

父母应该一直陪伴在孩子身边的观念，随着身边

越来越多教育失败案例的出现而成为一种具有相

当普遍性的共识。孩子没管好，赚再多钱都没有

意义。在复杂教育环境下，老人不再能很好地替

父母承担起教养孩子的责任，为了孩子，父母中

至少一方就要回到县域范围内，这就意味着家庭

收入的减少，家庭积累放缓，子代的教育效果还

不一定能理想。农民夫妻的长期分居还比较容易

导致家庭不稳定。在农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

很多新问题和挑战，给未来的城市化道路带来了

不确定性。因此，农村的保障性作用还需要为农

民能应对风险而继续保留，保持农民土地承包经

营权对城市化平稳推进至关重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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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舒彦：消费性县城与长期性半城市化

Consumption county and long⁃term semi⁃urbanization

TIAN Shuyan
（School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China is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so many farmers go to the city to buy houses and to live in the nearest coun⁃
ty. However，even if they enter into the city，they still rely on rural resources to varying degrees，or they still go to big cities to
obtain employment to earn higher wages，and family members are still in a state of long separation. This county semi⁃urbaniza⁃
tion state，which relies on big cities and rural resources，is mainly promoted by the consumption upgrading of the generation of
80s and 90s，which is the result of its balance between pursuit and ability from the micro point of view. From the macro point of
view，it is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oriente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fairness of nationalized resource alloca⁃
tion. At present，farmers entering the county mainly realize the urbanization of life， in which consumption is more prominent
than production. County semi⁃urbanization also reflects insufficient county productivity，insufficient farmers' family labor capacity
and accumulation capacity. It takes a long time either for farmers to achieve complete urbanization through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labor capacity or family accumulation，or for county to realize full urbanization by upgrading production capacity to create better
conditions. Therefore this kind of county semi⁃urbanization has a long⁃term nature.
Keywords：County semi⁃urbanization；Consumption upgrade；Consumption county；Long⁃term semi⁃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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